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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课程看作教育的载体和内容，那么，自从有了幼儿教育，便有了实际意义的课程。尽管中
国蒙学历史悠久，课程思想源远流长，然而幼儿教育机构化、专门化至今却不过百廿周年。1903 年，
清政府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前教育机构———湖北武昌蒙养院，这标志着中国幼儿教育机
构的诞生，也标志着正式意义上幼儿园课程的诞生。本文以此为起点，考察“幼儿园课程”概念在不同
历史语境中的表达，通过对“幼儿园课程”流变的回溯与分析，增进对“幼儿园课程”的理解，并探讨
“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发展轨迹。

一、“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变迁

在概念史的视角中，要确认和把握“幼儿园课程”概念，并非抓住“幼儿园课程”这个词语就能达
成的。这是因为，一个概念可能有多种不同表达亦即不同用词，[1]“一个词的含义总是指向意指之物，
无论是一种思路还是一种情形……概念附着于词语，但它不只是词语”。 [2]概念由于其复杂性、多义
性，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定义，而是只能被阐释。 [3]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主体的“幼儿园课程”
概念是有所不同的。清末以来，官方的政策文本、学术界的主流观念以及幼儿园实践，阐释、表达了各
自对“幼儿园课程”概念的理解。
（一）清末民初
西方学前教育的机构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大量女工

因参加生产劳动而无法照看幼童，学前教育机构应运而生。中国的学前教育机构是西学东渐以及学
习日本之后的产物。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震惊于新近崛起的东方强国———日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通过考察日本的成功经验，清政府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振兴
而与欧洲抗衡，改革教育、兴办学校至关重要。在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和实践后，清政府开办了中国

［摘 要］ 清末以来，官方、学术界及实践领域对“幼儿园课程”概念的理解，发生如下变迁：课
程目标从获得知识到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课程内容从相互孤立、学科化到综合化、整体化、生活化；课
程实施从灌输注入式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创造性地采用多种方法；课程编制从高预成、高计划到园
本化、个性化，并具有生成性、灵活性。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变迁是幼儿园课程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
互建构的过程。官方的、学术的课程概念最终要在实践层面被认识、被理解，方能被践行。前瞻未来，
在“以儿童为本位”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引领下，幼儿园课程必将向着更“儿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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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官办幼儿教育机构———湖北武昌蒙养院，并于 1904 年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
程》。清政府的学前教育政策文件、幼儿园开办章程及幼儿园教育实践，几乎照搬照抄日本的幼儿教
育。此时，对幼儿园课程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幼儿园课程是保育的条目、课目或科目。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保育、教导之条目如下：（1）游戏；（2）歌谣；（3）谈

话；（4）手技”。[4]《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指出，“本园所定保育课目凡七，大概与日本幼稚园课目有出
入。今列于下：行仪、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唱歌、游嬉”。[5]《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罗列了其“所
教主旨”，即谈话、行仪、读方、数方、手技、乐歌、游戏。 [6]从上述文件中可以看出，幼儿园课程指教育
的内容，常被表述为“条目”“课目”“科目”等。

第二，幼儿园课程也有教学进程之意。
在个别幼儿教育机构的开办章程和介绍日本幼儿教育的文献中，“课”和“程”二字或组合成独立

词“课程”，或加上其他字组成别的词或短语，如“课程表”“课程门目”等，用以表征教学的进程。
张百熙、张之洞等人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1903）列出“蒙学堂课程门目表”和“蒙学功课年

程”，并制订了“蒙学堂课程十二日一周时刻表”，即“课程表”。[7]上海公立幼稚舍在其开办章程中，指
出“谨遵《奏定学堂章程》蒙养院办法，参以东西幼稚园课程，定名幼稚舍”，并列出了该舍两个班的
课程单。1907 年，上海《东方杂志》一篇《论幼稚园》的文章介绍了日本的幼儿园，并说到“日本幼稚
园，每日课程，皆限自午前九点起，至午后一时半止”。[8]可见，在以上“课程”一词的使用中，“课程”既
有教学的时间、进程，又有教学内容之意。

第三，尽管学前教育制度和政策文本明确指出，幼儿园的教育内容与小学学科知识的学习不同，
在一些幼儿园开办章程中也强调“幼稚园重养不重学”，[9]幼儿园“以保卫儿童健康为主，以诱启知识
为辅，并不多读蒙书”，[10]然而当时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却存在把课程当作学科知识体系，向儿童分门
别类传递知识的倾向：幼儿园通过歌谣、谈话等形式，用说教灌输的方式，单向地向幼儿传递知识或
价值观念。幼儿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教材从《三字经》《百家姓》变成了
游戏、歌谣、谈话、手技。[11]

（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五四运动前，我国主要有日本式蒙养院和教会幼稚园两种类型的幼儿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在强烈的改革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影响下，一方面，宗教化、日本式小学化的幼儿园遭到批判；另一方
面，西方教育家如福禄培尔、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思想与实践被引进和传播，尤其是杜威实用主
义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学前教育影响巨大。当时，在模仿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出现了生搬硬套、食而
不化的情况，为了使幼儿教育科学化、本土化、中国化，以陈鹤琴、张雪门为代表的教育家做了种种尝
试和探索。

陈鹤琴认为，幼儿园“课程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帮助儿童目前生活”，[12]尽管今日的儿童是将来的
成人，但是不应提前教儿童将来才能理解的内容。陈鹤琴还提出，“所有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
经验里选出来”，[13]幼儿园课程应根据儿童的环境来选择课程内容，而儿童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应利用这两种环境作为幼儿园课程的中心。 [14]陈鹤琴反对幼儿园进行分科教学，认为其
违反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特点———儿童的生活是一个整体，所以幼儿园课程也应是整个的、互相连接
的。幼儿园应采用“整个教学法”，把“各科功课打成一片”，“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
地教儿童学”。 [15]

张雪门认为：“课程的本质是对人类生活有价值的经验，是用最经济的手段，按有组织的调制，用
各种的方法，以引起孩子的反应和活动。”[16]“幼儿园课程是给 3~6 岁的孩子所能够做而且喜欢做的
经验的预备。”[17]张雪门反对将幼儿园课程看作知识，认为课程是适应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18]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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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课程以儿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帮助孩子在旧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些新的
经验应来源于儿童的生活，符合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同时亦有教育意义和价值，可以满足社会生活和
发展的需要。[19]张雪门认为，幼儿的生活是整个的、鲜活的、有机的，幼儿园课程也应具有整体性和直
接经验性。“幼稚园课程，学科式的不适合儿童生活需要，已失了课程的本意，当然是不可用的”，[20]将
经验划分为各科目，是出于研究需要而进行的人为划分，事实上，儿童感知的世界、儿童的生活、儿童
的经验是一个整体，因而在幼儿园，各种科目是儿童整体生活的一部分，不应按照学科的逻辑分门别
类地向儿童传授知识，“幼稚园的课程是一种具体的整个活动”。[21]

陈鹤琴、张雪门关于“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共同点在于：幼儿园课程是满足儿童需要，是对儿童有
教育意义的，来自儿童生活的经验；幼儿园课程应具有整体性、直接经验性和相互关联性；反对分门
别类地教授儿童学科知识。

1925 年，陈鹤琴、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始课程试验，经过三年的探索，形成了单元课程模
式。1929 年 8 月，教育部颁布《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该标准主要依据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
成果而拟定，由陈鹤琴、郑晓沧、张宗麟等人起草。《幼稚园暂行课程标准》体现了陈鹤琴、张雪门等
人的课程观，它的颁布有助于单元课程的推广。在实践中，诸多幼儿园开始探讨单元课程理念，并学
习单元课程模式。
（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
建国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方针的指引下，教育部先后聘请了苏联幼儿教育专家戈林娜、马努依

连科来我国传授幼儿教育经验。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
（1951年）和《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1952 年），并通知在全国幼儿园试行。这两个文件初步奠定了我
国幼儿园分科课程的模式。分科课程重视各门学科知识的传授，认为按照等级原则建立起来的知识
体系，对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最为有效。[22]

有学者认为，建国初期，我国教育理论几乎完全套用苏联的教育学科体系，而在当时的苏联教育
学科体系中，课程论是缺失的，课程概念很少引起研究者注意，它被置于教学论的概念体系之中，理
解为学科或学科的总和。 [23]事实上，不仅在基础教育领域存在课程研究失语，课程概念被忽视的情
况，同样出现在幼儿教育领域———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课程”一词在幼儿教
育领域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教学纲要”“教学计划”“教学要点”“作业”等。
《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在幼儿园教学暂行总则中指出：“幼儿园的作业，暂定为体育、语

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等六项。各项作业的总任务，是在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地对幼
儿顺次传达知识，发展他们的体力、智力；并培养优良品德和习惯，打好准备升入小学的一切基础。”[24]

“作业”一词在分科课程中有特殊的含义，是“幼儿园教师根据各科大纲有计划、有系统地，并由浅入
深地选定内容，在同一时间内对全班幼儿进行的教学和复习。”[25]由此可见，“作业”即有计划的集体
教学活动。
《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还规定了幼儿园每周必修作业项目和时间（次数），阐述了各年龄

段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教学要点，并按照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的分类，详细规
定了各科要达成的具体目标、教材大纲、教学要点等。各级各类幼儿园必须根据规定严格实施，不能
轻易变动计划。

20世纪 80年代初，在“文革”结束之后，幼儿园恢复了分科教学和分科课程模式。在当时特殊的
历史背景下，这对幼儿教育迅速恢复并逐步走上正轨是有利的。1981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
纲要（试行草案）》［以下简称《纲要》（1981）］，将幼儿园的教育内容分为生活卫生习惯、体育活动、思
想品德、语言、常识、计算、音乐、美术等八个方面，规定通过游戏、体育活动、上课、观察、劳动、娱乐
和日常生活等各种活动完成教育内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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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1981）特别强调，只有上课才能完成《纲要》（1981）是错误的观点，在日常教育工作中，
要避免只注重上课，而忽视其他活动的错误倾向。[ 27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教师的
专业素养普遍比较低，教师未能真正理解《纲要》（1981）指出的“通过多种手段进行教育”，亦未能
认识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差别，因而存在注重“上课”，注重通过教学传递学科知识，而忽视游戏
等其他教育形式的问题。在分科教学的模式下，幼儿园课程就是各门学科的教学计划及其落实的
进程。
（四）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21世纪初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带来社会全面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国内外学术交流

日益增多，国外先进的儿童教育思想、课程理论被引进和学习借鉴，陈鹤琴的单元课程思想被重新
认识和肯定。在新观念酝酿成熟的同时，由于分科课程弊端的凸显以及新时期教育发展方向的确
立，学术界开始了对幼儿园课程问题的讨论。在实践领域，一些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开始对幼儿园课
程改革进行探索。

1989 年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简称《规程》）提出“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概念，强调它
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幼儿主动活动的，多种形式的教育过程”，还规定幼儿园要“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合理地综合组织各方面的教育内容，并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各种教
育手段的交互作用”。[28]《规程》凸显了幼儿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了幼儿园的课程内容应具有生
活性、综合性，课程实施的手段应具有灵活性、多样性。[29]

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幼儿园课程
是什么”的问题，产生了对课程定义的三种倾向：学科倾向、活动倾向和经验倾向。
学科倾向的课程定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较为普遍。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整体教育观

的影响下，幼儿园课程不再被视作单一的学科，而更加强调学科间的联系，模糊学科间的界限，增强
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将两门或几门学科综合起来合并成一个领域。

活动倾向的课程定义认为幼儿园课程是儿童主动的学习活动，活动是动态的、过程性的，因而是
课程动态的过程。经验倾向的课程定义认为，幼儿园课程是有益于儿童身心和谐发展的经验。经验倾
向的课程定义，既关注获得经验的过程即儿童的活动，同时也关注经验的结果———儿童在活动中所
得到的经验。无论是活动倾向还是经验倾向的课程定义，均反映了课程观念的转向：从以传递知识为
中心到以儿童为本位，从把课程看作静态的知识、教学大纲、计划到课程是动态的过程，课程内容从
单一、割裂到具有整体性、综合性；从注重计划、预成到具有灵活性、生成性。
（五）21世纪以来
2001 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2001）］，为我国幼儿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和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纲要》（2001）这样阐释幼儿园课程：幼儿园应让儿童
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是教师以多种形式有目的、
有计划地引导幼儿生动、活泼、主动活动的教育过程；教育活动的目标设置、内容选择、组织实施，均
要根据幼儿的发展水平、经验和需要来确定；幼儿园的教育内容应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各领域的内
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是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教育活动的
组织形式应具有灵活性、弹性，应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 [30]上述
内容彰显和传递了儿童本位的课程价值取向。
在《纲要》（2001）的指引下，新一轮幼儿园课程改革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注重幼儿园课程

的园本化、生活化、整体化、游戏化。新世纪以来，为了让幼儿园课程真正成为儿童的课程，教育者们
在实践领域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瑞吉欧方案教学风靡全球，我国学者开始陆续介绍方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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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瑞吉欧方案教学秉持“儿童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认为儿童是有着巨大潜能的主动学习者，教
师应尊重儿童、倾听儿童，围绕儿童的生活、兴趣，选择项目活动的主题，儿童围绕主题进行各种自主
探索活动。儿童有权决定项目的主题、活动方式等，教师则倾听儿童，鼓励儿童主动活动，用灵活的方
式引导儿童，为儿童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开始介绍、讨论并学习瑞吉
欧方案教学。进入 21 世纪后，方案教学的相关课程理念———幼儿园课程具有“生成性”，应“跟随儿
童”“倾听儿童”，根据儿童的需要确定项目主题，教师为儿童创设环境、提供支持，促使儿童主动探
究学习等———被我国幼儿教育领域广泛地学习、借鉴并进行本土化的实践探索。瑞吉欧方案教学对
中国学前教育所产生的重大启示和影响，在于儿童自身是学前教育中的重要资源，从而大大地提高
了儿童在学前教育中的地位。
近年来，儿童游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因为学前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尊重儿童的人格和

权利，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而游戏不仅是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是儿童应当享有的权
利，更是儿童的主要学习和生活方式，所以，“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促进每个幼儿
富有个性的发展”。[31]在《纲要》（2001）精神的指引下，课程与游戏的关系，游戏对课程的意义、作用和
价值等问题成为探究的新热点。

江苏“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项目和以“安吉游戏”为代表的游戏课程，二者的理念与实践反映
了幼儿教育领域对“幼儿园课程应具有游戏性”这一观念的新理解。
“课程游戏化”不是一种新课程模式，而是一种新理念和实践，它源于对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领

悟和幼儿园课程实践问题的反思，如过于依赖教师的讲解、过于强调集体教学、过于在意教师用书、
过于在意一致化行动等。[32]课程游戏化，并非将所有的活动都变成游戏，亦非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增加
游戏内容或时间，[33]而是在课程中渗透自由、自主、愉悦、创造的游戏理念和精神，让课程更加贴合幼
儿成长与发展的规律，贴近幼儿的生活和实际需要，成为有趣的、有效的、生动活泼的、儿童主动活动
的过程。[34]

安吉游戏从尊重儿童出发，认为儿童是有着无限潜能的主动学习者，自由自主地游戏是儿童主
要的学习途径与方式，儿童在游戏和生活中获得对生命与世界的身心体验。安吉幼儿园将“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的理念贯彻在课程改革的历程中，在一日生活的各环节渗透游戏精神，让儿童在自由自主
的游戏与生活中，获得关于世界的整体经验和人格个性的完整发展。[35]经过二十多年的反思与实践，
安吉游戏课程成为一种公认的新课程模式。

安吉游戏是处于基层、作为“草根”的安吉幼教人对中国学前课程的一次创造和推进，表明中国
文化自身亦可以成长为具有中国气派的优秀学前课程模式。它将儿童视为学前教育的核心资源，把
儿童放在学前教育的“中心位置”，充分地保障乃至大大地激发了儿童在游戏中的丰富的、创造性的
自我表达。安吉游戏不仅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与借鉴，还受到一些国际同行的肯定与赞扬。
瑞吉欧方案教学、安吉游戏以及幼教界人士的本土性探索，均聚焦于“对儿童的发现”，聚焦于

提升儿童在学前教育中的位置。因此可以说，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学前课程的观念和实践已经进
入繁荣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学前教育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对于基础教育改革亦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二、“幼儿园课程”概念变迁的历史规律

（一）“幼儿园课程”概念既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又丰富着时代精神
历史沉淀于特定的概念，一个核心概念的建构，往往是一套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个时代寻

找和提炼概念的过程，也是在提炼认识和思想。”[36]幼儿园课程就是这样的核心概念，它是学前教育
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概念。

31



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变迁，反映了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以课程的概念为中心，学前教育思想
变迁的过程。而学前教育思想变迁的过程是时代精神的写照，亦丰富着时代精神。
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幼儿园课程从政策文件到课程内容，都是在照搬照抄的日本幼

儿教育的基础上，加入“忠君爱国、忠孝节义”等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容，在课程实施方面，采用传
统的灌输式教学，充分反映清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制
度，培养既能维护封建统治又能为“救亡图存”做出贡献的人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鹤琴、张雪门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出发，认为每一个人都

担负着“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争取民族独立，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37]的历史使命与任务，而
“今日这样小的儿童，就是将来民族的一分子。我中华未来的主人翁生命上第一步的建设，全在我们
的掌握中”。[38]在陈鹤琴、张雪门等人的课程思想和实践中，促进儿童发展与满足社会的需要，幼儿园
课程科学化与中国化是其关注的重点。幼儿园课程从尊重儿童出发，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大自
然、社会为“活教材”，围绕某个主题设计一系列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具有整体性、综合性，通过各
种活动，丰富儿童的生活经验，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做“现代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分科课程既是全面学习苏联的结果，也与我国以传递知识为核心目的的传统教
育观相契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分门别类地教各门学科的知识被认为是实
现教育目的最有效的手段。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教育
思想、幼儿园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伴随着儿童观、教育观的变迁，儿童在教育中地位的承认和
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基本价值取向的确立，“幼儿园课程”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课程关注的
焦点从知识转移到儿童身上，这充分反映了解放思想、“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二）“幼儿园课程”概念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互建构的过程
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的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39]概念既是历史变迁的反映，也是历史变

迁的工具。[40]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变迁是幼儿园课程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互建构的过程。幼儿园课
程的概念，根据其来源，可以分为官方（即学前教育政策中课程概念的表达）、学术界、实践者的课程
概念。幼儿园的实践反映了最广泛层面上，对课程概念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官方的、学术的课程
概念最终要在实践层面被认识、理解和接受，才能被践行。

1904 年，《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把幼儿园课程理解为“科目”“课目”“条目”，认为
“蒙养院保育之法，在就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渐次启发、涵养之；与初等小学之授
以学科者，迥然有别”。幼儿园课程是“科目”“课目”“条目”，而非“学科”。前者是对教育内容的粗略
分类，后者则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幼儿园课程包含游戏、手技等幼儿教育阶段特有的内容，在与
其他教育内容相区别时，它们不能按学科来划分，而笼统地被称为“科目”“课目”“条目”。如此表述，
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幼儿园课程较之其他教育阶段课程的独特性。张宗麟在《幼稚园的演变史》
（1935）中摘录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的相关内容，认为其“还有几分合理”，但“法令
规定如是，在事实上还谈不到如是”。[41]在实践中，幼儿园课程小学化的倾向严重。究其原因，学前教
育政策文件是对日本 1900年出版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的复制与模仿，其体现出的“有几分合
理”的观念并未被实践者理解和接受。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观念的落实也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早在 1989 年，《幼儿园工作规程（试

行）》规定，幼儿园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42]把游戏规定为幼儿园的基本活动，顺应了儿童的特点和
需要，尊重了儿童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以儿童为本位”的观念。此时，学术界认识与学前教
育政策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实践中，尽管有部分幼儿园，进行了课程改革的探索，但是在全国范围
内，幼儿园课程小学化倾向一直存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亦未得到很好地落实。直到近几年，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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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反思，形成了成熟的“安吉游戏课程”模式，真正将 1989 年提出的幼儿园课程
“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落实到实践中。这表明，一个时代的官方的、学术界的、实践者的课程
概念可能存在差异，而实践者的课程概念是一个时代能否落实官方的、学术界的课程概念的关键。
（三）“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建构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回溯“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清末民初的“幼儿园课程”与传统观念一致，即课

程就是分门别类的学习内容及单向传递学习内容的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幼儿园课程”概
念，反映了陈鹤琴、张雪门等有识之士在寻求教育理论与实践现代化、科学化、本土化过程中，取得的
巨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分科课程追求统一、高效地传递知识，是全面学习苏联的结
果；改革开放以来，“幼儿园课程”概念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儿童为本位，“幼儿园课程”概念愈加丰
富、多元。“幼儿园课程”概念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变迁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幼儿园课程概念的
深化、发展起着或促进或限制的作用。
在高控制、高限制、高计划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幼儿园课程”的概念相对单一，官方的、学术界

的、实践者的课程概念亦相对一致。如在分科课程模式下，幼儿园课程被理解为“教学计划、学科、作
业”。在实践中，课程就是在一定的时间教给幼儿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而在开放的、宽松的、解放的、民主的社会背景中，
“幼儿园课程”概念有了多元的表达。无论是政策文件本文中的描绘，还是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幼儿园
课程被理解为是“以儿童为本位的”、促进儿童发展的、符合儿童生活和兴趣的、适宜的、整体的、综
合的、生活化、游戏的、灵活的、有弹性的、生成的……在实践中，涌现出多种课程模式，如游戏课程、
生活课程、田野课程等。幼儿园课程概念越来越丰富，对幼儿园课程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由此可见，
“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建构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三、“幼儿园课程”概念变迁的历史启示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呼唤“以儿童为本位”的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概念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是由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总体发展状况决定的，更由其

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命题，指出要“办好
学前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43]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要站稳人民立场”，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前进道路
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44]“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要求学前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公
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呼唤“以儿童为本位”学前课程———课程是教育的载体，“幼儿园课程”概念
的落实决定教育的成效。要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就必须以儿童为本位，促进每一位儿童的
成长与发展。
在“以儿童为本位”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引领下，幼儿园课程必将向更“儿童”的方向发展：在当前，

幼儿园课程关注的核心是儿童，幼儿园课程最终是为了儿童的、属于儿童、从儿童出发的。幼儿园课
程要以儿童为基础，首先必须尊重和理解儿童，包括儿童的兴趣与需要、儿童的精神与文化、儿童的
生活与世界等。而儿童是复杂的、丰富的、鲜活的、流变的，因而较之传递知识，“以儿童为本位”的幼
儿园课程具有复杂性、丰富性、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二）重视实践工作者“以儿童为本位”的课程概念的建构
当前，官方的、学术界的“幼儿园课程”概念充分彰显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基本立场，但是在幼儿

园实践中，存在种种与“以儿童为本位”的课程概念相背离的现象，如幼儿园课程小学化、超前教育、
课程超载等，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实践者持有的“幼儿园课程”概念存在偏差———幼儿园课程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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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知识为本位，课程是成人为儿童精心选择和设计的、按照学科逻辑划分的粗浅知识的集合。
观念指导行为，错误的“幼儿园课程”概念，必然导向幼儿园课程错误的实践。这表明：一方面，官

方的、学术界的课程概念表达了教育管理者和学术界对幼儿园课程的应然状态的认识，它们会引领
和影响实践工作者的课程概念；另一方面，实践工作者的课程概念直接影响幼儿园课程的落实，官方
的、学术界的课程概念，首先必须转化为实践工作者的课程概念，而后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以
确保概念的落实。官方的、学术界的、实践者的课程概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即幼儿园课程理
论与实践相互建构的过程。这意味着要解决幼儿园课程的实践问题，落实官方的、学术界的“以儿童
为本位”的课程理念，就必须重视实践者的“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建构。
（三）“幼儿园课程”概念的发展与深化需要社会文化的支撑
历史不是过去，而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有意义的相互关系，具有开放的未来前景。 [45]“幼儿园课

程”概念的历史告诉我们，“幼儿园课程”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需要更开放、更民主的社会环境
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大繁荣的背景中，我国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出现了百
花齐放的新局面，幼儿园课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课程模式上，从全国统一实施分科课程到形
成百花齐放的课程模式；在课程目标上，从以社会为本位到以儿童为本位；在课程内容选择上，从以
知识为中心到以儿童的经验为中心；在课程组织实施上，从单一的集中授课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创造性地采用多种手段促进儿童发展…… [46]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
推进、思想文化的解放与繁荣是幼儿园课程发展的土壤，亦是幼儿园课程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社会
环境的支持。
站在继往开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的起点上，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有赖于高质量的幼儿

园课程，而幼儿园课程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社会提供更加完备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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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nceptual History of“Kindergarten Curriculum”in China
JIANG Yajun

（Faculty of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Since Late Qing Dynasty，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kindergarten curriculum”

among the official and the academic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areas has undergone the following changes：
the goal of the curriculum has changed from acquiring knowledge to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has changed from mutual isolation and discipline to integration，
wholeness and life-orientedness；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ranges from indoctrination to play-based
activities as well as creatively employing a variety of approaches；the curriculum is developed from high
pre-completion，high planning to kindergarten-based，personalized，and with generation and flexibility.
The change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concept is a process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constru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Official，academic curriculum concepts must ultimately be
recognized and understoo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before they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ld-centeredness”，th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will surely develop in a more“child”direction.

Key words：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concep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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